
明治天皇任命辅相三条实美

为修史事业总裁的手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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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固以后， 东汉史官陆

续修撰国史纪表志传， 到汉末

累积百余篇，称《东观汉记》。这

部官方主持修撰的史书成为此

后数百年东汉史编纂潮流的起

点。 西晋时出现了两部颇重要

的东汉史， 一是司马彪 《续汉

书 》，一是华峤 《汉后书 》，而两

位作者分别有秘书丞和秘书监

的身份， 那么是否可以说西晋

朝廷已有修撰前代汉史的意图

了呢？ 司马彪《续汉书》序云：

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 ，载

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

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

《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前哲

岂好烦哉？ 盖不得已故也。

司马彪明确说“史官”的职责只

在于 “书时事 ”，删削整理成为

良史，则要靠后来的学者，这个

观念和班彪那时一样。 司马彪

改作东汉史的基础与缘由 ，是

《东观汉记》“记述烦杂”， 蜀汉

大儒谯周 “虽已删除， 然犹未

尽”，而且东汉安帝顺帝以后的

部分 “亡缺者多 ”，有必要进一

步整理补充。序言表明，司马彪

是以个人身份撰写 《续汉书 》

的。 至于他当时恰好担任秘书

丞， 恐怕是由于这一职务接近

大量秘阁文籍， 为他著史提供

了保障。 而华峤的情况与司马

彪一样，本传云“峤以《汉纪》烦

秽， 慨然有改作之意。 会为台

郎， 典官制事， 由是得遍观秘

籍，遂就其绪”。 《汉后书》的撰

写从华峤早年在曹魏任尚书郎

时就开始筹备了， 直到晋惠帝

元康初才基本完成， 这时华峤

已迁任秘书监，将此书奏上，朝

臣会议后认为 “有迁 、固之规 ，

实录之风”，决定“藏之秘府”。

以上这些 ，都还不是官方

自上而下地决意进入前代史

的撰述领域 。 元嘉之初 ，当刘

宋政权渡过第一个交接期 ，基

本巩固以后 ，宋文帝便令谢灵

运撰 《晋书 》、 又令裴松之注

《三国志 》，这就显露出官方伸

入 “后来之笔 ”的撰述领域的

新动向。 可是谢灵运《晋书》未

成 ，裴注与真正的史书也还有

一步之遥 ，比较标准的官修前

代史到南齐才正式出场 ，亦即

沈约《宋书》。

沈约于南齐永明五年春被

敕撰 《宋书 》，来年二月就完成

了纪传七十卷。 这部官修前代

史能够顺利并迅速完成， 离不

开刘宋一代比较完善的当代史

编纂 。 根据沈约的 《上 〈宋书 〉

表》， 宋文帝元嘉年间何承天、

山谦之撰开国功臣与诸志 ，孝

武帝时苏宝生续作元嘉名臣

传， 后来徐爰又续修并删定成

书，“起自义熙之初， 讫于大明

之末”，亦即刘宋开创期的十五

年左右到受禅以来的四十五年

左右都有了较好的纪传史基

础， 只有最后的十余年尚无撰

作（《上〈宋书 〉表 》见 《宋书·自

序》）。相比之下，刘宋时修撰前

代史的机遇不佳———晋朝缺少

纪传史基础， 三国则已有评价

颇高 、通行已久的 《三国志 》，

因此尽管刘宋官方萌生了编

撰前代史的意识 ，却未能很好

地实现。

对前代史的编定是历史编

纂的收官环节， 官修史进入这

一领域方才完整。 隋代出现禁

止私人撰史的政策， 宋代又将

朝廷指定的正史校定刊板 ，进

一步巩固了官修正史在历史叙

述中的绝对统治地位， 这成为

中国古代确立政权合法性的一

种重要手段。从技术上说，如汉

代、 曹魏都有较好的当代史编

纂基础， 此后的朝代编定前代

史本非难事，却为何迟至宋齐，

国家才显示出此种意愿？ 这恐

怕与官方编纂撰述的整体发展

趋势有关。 早期官方以编定与

行政运作直接相关的法典 、礼

典为主， 其余更具文化性的编

纂活动虽亦有出现，难成气候。

南北朝以来， 官方编纂明显兴

盛 ，参与人员 、作品数量 、所涉

领域皆非往日可比， 首部顺利

完成的官修前代史沈约 《宋

书》，也是同时期活跃的官方编

纂的一分子。

余论 ： 中古时代的

官修与私撰

胡宝国先生考察南朝的

学术风尚 ，认为裴松之 《三国

志注 》的出现可能是由于那一

时代 “贵能博闻 ”，重视知识的

风气（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

学风》）。 这里所要“博闻”的知

识是以文本为依据的知识 ，所

以这种风气本质上是关于文

本处理的风气 ，指导着文本的

汇集 、整理和编纂 。 这种风气

似乎与官方编纂天然地贴近 。

南朝以来官方编纂在很多文

献类型领域卓有成绩 ，或许是

乘此东风 ，可能还反过来为之

助力。

官方编纂有两个值得注意

的倾向。一是多以集体工作、多

人分修的方式进行， 这带来编

纂思路、效果的根本变化。这种

变化在古代史学评论家眼中非

常糟糕，用内藤湖南的话深入浅

出说来（《中国史学史》第七章，

马彪译）， 就是 “一人著作的序

例， 由于是总括自己的编纂主

旨， 所以序例意思得以贯穿于

全书 ”，而多人分修 “就有必要

机械地约束众多的作者，……结

果是分纂者很难通盘贯彻编纂

的主旨精神， 司马迁以来那种

已经成为历代史书主旨的 ，即

史书乃一家之言的精神完全泯

灭了”。 章学诚说《史记》“近于

圆而神 ”， 《汉书 》 “近于方以

智 ”，中古以下史书则 “同于科

举之程式 ，官府之簿书 ”，大抵

是这种意思。 不过说后代史书

同于官府档案， 当然是一种愤

怒的夸张， 即便相对潦草或刻

板，也终究是史书而非资料集。

集体分工难以求精， 但胜在规

模 ，很适合汇集 、整理 、重编这

种工作思路。 裴注仅用时一年

完成 ，就把 《三国志 》扩大了一

倍，有喧宾夺主之势。而梁武帝

据说因不满恃才傲物的学者刘

峻， 得知他编成一部一百二十

卷的类书以后， 立刻召集学者

编纂了六倍规模的《华林遍略》

“以高之”（见 《南史·刘峻传》。

《华林遍略 》卷数 ，这里采纳胜

村哲也先生的观点）。

二是在材料上， 倾向于利

用官方档案。既然是官方编纂，

最方便查阅的资料自然是档

案，尤其是在中古重视“近例成

比”的决策传统中，各行政部门

出于工作需要， 对档案有基本

的汇集、整理。 现代人都熟知，

档案是上佳的历史资料。 不过

中古编纂对档案的利用， 有时

很难说是为了追究最准确的记

录、发掘历史的真相，还是由于

近水楼台， 便随手以档案资料

来填充既有的体裁框架。 像兰

克那样乐此不疲地奔波于各地

图书馆、 档案馆间调查一手资

料， 跟中古的编纂官员们的工

作状况是不一样的。 不过档案

当然也不是万能的，像《四部要

略 》这样的类书 ，或文集 、经解

等的编纂就与文书档案有天然

的距离了。

上述两个方面不可分割 。

我更愿意把官方编纂定义为官

僚制向传统的学术领域扩展 ：

集体编纂方式意味着多人分

工 、流程固定 、决策分层 （总裁

官负责凡例 、 史论等关键工

作 ）， 这也是官僚制的基本内

涵； 对文书档案的利用则是官

方编纂活动与其他官僚部门有

机结合的桥梁；而且，由于文书

档案都是产生于官僚制的运作

中，它们所具有的规整特性，又

特别有利于编纂方式的官僚制

化。 这样，一部著作从资料、编

纂方式，到最后形成的面貌，都

会烙下官僚制的痕迹， 而与纯

粹的私人撰述不同。

但是当我们把上述理解带

入具体作品， 不免感到问题重

重。例如《宋书》记王伟之“少有

志尚， 当世诏命表奏， 辄自书

写”（《王韶之传》），其子王韶之

在此基础上所作的 《晋安帝阳

秋》当属官修还是私撰？而裴注

增补的资料几乎没有文书档

案，反而多有异闻杂语，它又应

属官修还是私撰？ 如果说裴注

从多人协助的编纂方式来看当

属官修 ，那么范晔 “广集学徒 ，

穷览旧籍 ，删烦补略 ”而作 《后

汉书》，算是官修还是私撰？

退一步想， 一部书中既有

受到官方制度运作影响的因

素， 又有体现撰写者个人意志

之处， 应是撰述的常态。 一方

面， 一部著作可以经历多手编

纂， 未必每次编纂都同样是官

修或私撰；另一方面，中古时代

官修体制尚未完善， 而且学者

与官员的身份常常重叠， 必然

导致官与私的交织。 还不能忘

记的是 ，这里讨论的 “官 ”是官

僚制意义上的， 而官僚制从来

不是政府的专属， 只是在古代

中国， 政府无疑是最高级的官

僚组织， 也是在整体上推动官

僚制对编纂与文献领域影响的

主体。对中古时代来说，在对立

的官修与私撰框架下理解文献

与编纂有其困境， 或许可以重

新提问： 官僚制下行政运作的

逻辑、行政文书的样态等，对中

古文献世界整体造成了怎样的

影响？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

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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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元嘉初修晋史，“意既不平，多称疾不朝直。 穿池植援，种竹树果，

驱课公役，无复期度。 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 ”

隋 展子虔《游春图》 现藏故宫博物院


